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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号的地理面向 

——重构实体世界中话语的意义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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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进入 21世纪，话语分析从文本研究、多模态研究、超模态研究发展到中介

话语研究。关于话语的地理面向研究和地理文本及其情境的互动研究已成为语言景

观（LL）的主要研究内容，但是该流派更关注文本与地域的互动关系，对地理语言

的系统研究较少。聚焦于实体世界中的语言符号系统，通过梳理符号哲学和社会符

号学的理论脉络，阐释地理符号学的学科进化，为研究公共语言和符号话语提供了

一个分析性框架。通过一个交通标志的历史变迁，来初步验证该框架的可操作性。

该案例揭示了话语的地理建构对其整个意义系统生成的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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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近十几年话语分析的范围得到了多次拓展，从文本分析到多模态分析，再到超

模态分析，最后到中介话语分析，历经多次变迁。话语分析的焦点开始从作为文本

的语言逐渐转向作为交际的语言（Scollon & Scollon，2001；Scollon，2008）。这一

趋势使话语的动态性、现实性以及交际性开始得到关注。一方面，由于语言天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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隶属于符号系统（Saussure，1974），所以符号学能为现实世界中的语言交际提供理

论上和方法上的支撑（Danesi，2000）；另一方面，从现实出发，当代社会流动性强，

交际频繁而深入，物质世界信息化趋势明显（Bauman，1998；Castells，2001），其

结果就是公共语言（符号）景观成为重要的交际手段，为“陌生人社会”（Hall & Hall，

1990；Gudykunst & Kim，2007）提供互动平台。可见，无论是学术研究的纵深发展

还是现实社会的具体要求，地理世界中的语言符号作为一种复杂的意义系统

（Mitchell，1994），应得到更多关注。 

本文的研究对象是实体世界中的符号系统，关注的焦点是这些系统如何构建自

身的、互动的意义。在阐释地理符号学的理论结构后，本文进行了简要的评述和补

充，其目的是建立一个比较全面的符号研究框架。利用该框架，针对现实世界中的

大型地理符号系统，开展了深入而全面的研究（Dai，2015）。由于篇幅所限，本文

只截取了地理世界中一个真实而普通的交通标志，通过展现它自身的变迁，再现其

符号的意义生成过程，从而揭示作为地理符号的话语系统综合的、互动的意义。把

现实符号作为地理话语系统来研究有两方面意义：（1）再现地理话语真实的语言生

态，重构其意义潜势，为话语研究提供多角度的、可靠的参考依据；（2）把针对语

言的文本信息、形态结构及交际功能研究整合起来，囊括到一个更加完整的、混合

的新话语研究体系中来。 

二、文献综述 

从符号学的学科基础和研究路径来看，与符号的地理面向这一话题紧密相关的

文献主要分为两方面：（1）符号的哲学溯源和社会符号学的演进；（2）互动性话语

研究的发展。 

1哲学依据和社会符号学的产生 

符号学是研究社会中符号之生命的科学（Saussure，1974）。符号可分为意符和

意指，意符是语音形象，而意指则是概念意义。二者的关系是任意的，没有必然关

联。在索绪尔眼里，符号是独立封闭、自成一体的系统，而且意符和意指之间总能

形成意指关系。实际上，索绪尔对于符号与社会的关系看法模棱两可，以至于他更

多地被看作是语言学的奠基人（Hodge & Kress，1988）。 

巴尔特（Barthes，2008）则承认意指关系是动态的、变化的，要受制于符号的

时间和空间。因此，对于符号的受众而言，关键问题在于他们能否根据符号所蕴含

的社会、道德以及意识形态等各项要素来阐释符号的意义。据此符号学更应关注人

类将意义赋予符号的方式和过程，这一点有别于普通语言学。 

索绪尔和巴尔特的哲学立场使他们对现实的符号系统不甚关注。索绪尔

（Saussure，1974）认为，意义分配的过程只使用或者只借助于语言系统，这使得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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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符号的关注仅局限在语言学和心理学领域。巴尔特（Barthes，2008）对于符号和

意义的看法则相对辩证一些。他认为，符号作为一种文化产品，在现实社会中会被

还原成语言形式。 

皮尔斯作为现实符号学代表，打破了语言对于符号的束缚，为后者注入了实用

主义的血液。在其看来，符号是一个对象，用来指示其他种类的对象。他强调人类

知觉（intelligent consciousness，Peirce，1991b）的作用，认为成为符号的必要条件

是人类从心里认同它是一个符号（Peirce，1991a）。至此人在符号及其指示对象的中

间作用得到认可。换言之，人的意识作为意指关系的终极目标被确立。 

既然人在一个符号及其对象之间起中介作用，那么人所处的社会文化情境就可

能对该符号的阐释产生影响，因为“一个社会或者一种文化，就是（符号的）意义

系统”（Halliday & Hasan，1989：4）。显然社会符号学研究立场为实体符号的研究

方法提供了理论支持。在设计研究路线时，霍奇和克莱斯（Hodge & Kress，1988）

强调分析实践的重要性。从纯粹被感知到可以被分析，是符号学研究的分水岭，也

是社会符号学对符号研究的主要贡献。基于此，符号的结构、功能、使用以及符号

聚集体（semiotic aggregates）之间的互动皆应成为研究对象。在开拓符号的研究范

式时，具体场域这一概念也被提出和分析（van Leeuwen，2005）。总之，符号学的

社会学转向有两点重要意义：（1）为符号系统的研究，尤其是视觉维度（Kress & van 

Leeuwen，1996）以及社会互动（Scollon & Scollon，2003，2008）的研究提供了大

量可参照的范本；（2）场域的概念开始得到认可。 

2  话语分析研究路径 

在学科建构和融合的潮流下，语言符号的话语研究也逐步展开。纵观历史，话

语分析领域在过去几十年得到了充分的关注（如 Stubbs，1982；Brown & Yule，1983；

Coulthard，1985；Cook，1989；Martin，1992；Gee，1999；Partridge，2000），其

中大部分研究都以书面或者口语的文本形式为依托。随后话语研究转向多模态领域，

开启了以视觉交际为基础的意义系统研究（Kress & van Leeuwen，1996，2006；van 

Dijk，2008；O’Halloran，2004）。多模态即“使用多种符号资源来设计符号产品或

事件”（Kress & van Leeuwen，2001：2）。其中“事件”一词模糊地触及到了符号本

身所具有的情境意义和互动性质。吉维特（Jewitt，2009：1-2）也强调多模态的起

点是将语言的意义系统延展到“整个交际的符号资源”，而这种资源本身是人们在特

定时间和地点用以“再现事件和关系的途径”。伴随符号研究的深入，跨符号或者跨

模态研究正成为一种趋势。 

与多模态话语研究并驾齐驱的，是最近十几年来的语言景观（Linguistic 

Landscape）研究。这种研究趋势更多地关注地理世界中语言（符号）资源所传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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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文化以及社会政治因素（Jaworski & Thurlow，2010；Blommaert，2013）。然而

该种方法倾向于将符号的地理要素常量化，从而使其文本信息的显著性得到凸显，

由此为出发点展开有关城市文化、意识形态、权力关系以及社会政治等方面的论述。

该流派由于研究对象所限，对于实体世界中某些统一的公共符号系统不甚关注，从

而在理论基础上缺乏一定的解释力（Gorter，2006）。例如，国家的交通标志系统、

地铁导视系统、商场引路标志等大型符号系统的本体研究和互动研究，则需要一些

系统性的方法论去捕捉。 

本章通过回顾符号的哲学历程发现了以应用为基础的符号学本体论和认识论的

存续依据。社会符号学的发展则为符号提供了社会文化的解释力。多模态的研究方

法具有全方位关注话语文本的形态学意义。语言景观的学科分化将文化地理学的景

观要素（Mitchell，2005）囊括到语言文本的解释过程中。上述学术研究都为研究地

理符号开辟了前路。符号学的哲学立场和理论发展都为地理符号学的理论建构奠定

了基础，使后者能够从全局的视角去审视实体世界中的语言符号系统。总之，无论

是符号学自身的发展轨迹还是话语分析研究对象的拓展，都使得学界对身处世界中

的语言和符号产生了研究兴趣。为准确聚焦地理话语的意义系统，构建合理的研究

框架就成为学术研究的起点。 

三、地理符号学研究体系 

地理能赋予符号真实而独特的含义（Nisbett，2003）。例如，一个语言正确无误

但位置不当的行人路标可使人误入歧途。所以研究实体世界的符号系统，需要一个

能够勘查地理（如方位、距离、尺寸、天气等）这种自然信号对符号意义之影响的

框架。同时，由于符号天然的语言属性和互动性质，该框架又需要囊括符号的文本、

多模态以及交际等方面的意义模式。可以说，地理符号学（Scollon & Scollon，2003）

正是这样一个原型框架系统。 

1 原型框架以及其符号学内涵 

图 1展示的是地理符号学的原型框架①
（ibid.: 10），水印照片再现了维也纳斯蒂

芬广场上的人们（表演者、观众、行人等）和物质世界（信息标志、柱子、植物、

天气等）的复杂互动。如图所示，该理论整合了前人的研究发现，涵盖互动次序、

视觉符号、地点符号、社会行为四个子项目。简言之，这四个部分皆是符号产生意

义的重要因素。互动次序理论（Goffman，1959，1963，1971，1983）指的是在人

际交往中每个人的状态，和谁在一起？在看什么？处于什么行为之中？诸如此类的

问题构成了一系列互动次序集合。这个符号集合对一个人的交际方式有着深远的影

响。视觉符号理论（Kress & van Leeuwen，1996，2006）由模态（modality）和构成

（composition）两部分组成，解决了符号的视觉形式和设计如何产生意义的问题，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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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实体符号的视觉意义提供了分析性框架。地点符号理论由斯科伦和斯科伦

（Scollon & Scollon，2003）创建，分为语码偏好（code preference）、刻写内容

（inscription）、地理放置（emplacement）三方面，旨在关注符号的地域要素如何作

用于符号并产生意义。最后，处于核心位置的是社会行为，能揭示在前三个因素交

互作用下，符号的受众（即人们）如何根据一系列“同场的符号集合”（ibid.：175）

以及该集合符号之间所产生的“跨话语对话关系”（ibid.：193）来生成符号的混合

意义（ibid.：215）。 

 

图 1  地理符号学原型 

2框架系统评论和完善 

地理符号学的提出对研究现实生活中的符号系统有重要影响。然而，这个系统

仍存在两个亟待解决的矛盾。第一，文本分析框架的缺失。无论是从符号本身还是

从它们与受众之间的互动过程而言，文本始终都是信息传达和触发行为的重要手段

（Scollon & Scollon，2008）。从交际的手段和目的来看，整个世界的交际是由“语言、

物质成分以及人类行为”（Hall & Hall，1990：3）三项内容组成的。语言分析也应

在符号研究中处于核心地位，因为符号研究实际上是嵌套在一个更宽广的符号学框

架下的语言系统研究（Jewitt，2009）。斯科伦和斯科伦（2003）并非否认语言的作

用，对于语言文本的价值，他们给予认可。但由于构建地理符号学的初衷是发掘符

号系统的言外意义潜势（meaning potentials），所以文本分析并未着述。此外，面对

符号的文本信息时，不同系统的文本所存在的多样性也造成了文本分析的现实困难。

第二，社会行为分析的框架含糊不清。在谈到如何解读社会行为时，斯科伦和斯科

伦（Scollon & Scollon，2003）建议使用民族志展开研究，因为该方法能展示符号使

用者的真实意图。然而，他在地理符号学框架里并没有细化其分析方法。其实，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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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社会互动者行为时，一个清晰而直观的分类依据就是按照互动者的身份进行区

分，这种层化方式既在斯科伦和斯科伦（Scollon & Scollon，2008）后期的研究框架

中得到清晰的论述，又在跨文化交际理论和研究中得到充分的认可和使用

（Gudykunst & Kim，2007；Gudykunst & Ting-Toomey，1988）。这种界定法和视觉

分析理论（Kress & van Leeuwen，2006）中的互动参与者（生产者和观众）这一概

念也是相吻合的。具体到符号和人的互动这个域中，人即分为符号的生产者（官方

或实际制造者）和符号的使用者（常使用者和不常使用者）。 

基于上述分析，一个能囊括符号本体以及符号与其使用者互动的研究框架就产

生了。如图 2所示，关于符号本身以及粘着在符号之上的意义系统包括：（1）文本

信息、视觉信息和地点信息三位一体的地理话语（discourses in place）；（2）受制于

互动次序的使用者的行为话语（discourses in action）。如图所示，符号和使用者之间

创造出一个循环往复的互动过程，意义在这个过程中不断生成、修正、整合。而互

动的基础，是话语所处的社会文化情境。 

 

图 2  地理符号学总体框架 

四、案例研究 

为了验证地理符号系统的可行性，笔者开展了一项案例调查。在现实情境下，

能凸显符号的地理面向的案例很多（如文字和地理环境的匹配程度，尺寸、颜色、

对比度和天气的关系等）。然而，考虑到问题展示的效度，选择由于标志的动态变化

而导致意义变化的案例更能体现现实环境对于标志意义的重要影响。图 3再现了一

个为司机提供实时导航服务的交通标志的意义生成系统。（a）和（b）两幅图反映了

2015-2016年广州市区一块指示牌上信息的前后变化。 

首先，图（a）显示了诸如广州城区、大学城、南沙、深圳等地名信息，最下方

的“”和入口信息则提示去往该方向的司机要在此处右转，这是由语言（入口）

和符号（）信息共同作用后传达的意义；其次，据该标志的白色文字和绿色背景，

这是一则通往高速路入口的指示信息，它指示的既非国道也非普通公路，通过该入

口，司机可借助高速路的渠道直达上述文字所指示的目的地——广州城区、大学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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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沙、深圳等；再次，这块标志牌的具体地点和旁边铆紧的立柱共同定位了这个标

志所处的特定场域，告知该去向的司机是在此位置而非彼位置右转。显然这块标志

牌的本体意义是文本信息、视觉信息以及地点信息共同决定的。现实中在标志的正

下方刚好有一个可以右转的旁道。依照皮尔斯（1991a）的看法，一个公共信息和地

理现实的对应关系就明确无误地得以建立，符号的意义成功生成。然而，10个月后

该信息被改写为图（b）所示之内容，标志牌地点信息不变，而下方的箭头和距离信

息则改为入口 100m，明确告知司机该方向入口在前方 100 米，而不是此位置。至

此司机得知先前图（a）的信息是错误的。 

在图（a）中，入口和箭头“”和真实的地理世界里的旁路建立了明确而直接

的关联，至此指路标志的话语和现实路径的话语融合。然而，当司机按照指示做出

马上右转的动作时，他（她）的动作话语和之前标志及其路径构造的双重话语产生

冲突，这就是话语对话（dialogicality）产生的结果。一些司机在走过一次后，认识

到自己因相信标志而犯的错误，在纠错后重回正轨，到前方 100米出口右转进入高

速公路。随着时间推移，认错路的司机越来越多，直接或间接促使更正信息的产生

（如图（b）所示）。这种信息的更正是建立在两种可能的事实之上的，被误导的司机

投诉事件和（或）标志管理者的纠错行动。上述分析显示地理符号的有效性并不是

想当然的过程，它需要社会行为者真实有效的行为验证。 

首先，从哲学出发，一个箭头符号的意义并“不在于箭头所指向的最边缘位置”，

而“在于一个人在解读该箭头时的心理位置”（Wittgenstein，1986：454，132），即

符号的指示性必须依靠人的认知而存在。反之，人的认知同样具有指示性，其体现

就是人的行为，它回应着符号语言。图 3再现了人的认知结果对于箭头重新被改写

的回指作用。 

其次，话语分析的重点不再是话语本身，而应是由话语参与的整个社会实践过

程（Jones & Norris，2004）。以此为基础，话语研究的方法论应将情境和文本作为

话语工具，将对象投射在借助这些工具而达成的人类行为上。由符号、社会行为者

以及社会文化环境三者交织在一起的行为才是话语的分析单位。沃奇（Wertsch，1998）

曾强调所有行为都是借助一系列文化工具而达成。这些工具既包括语言和符号，又

包括实物、科技、实践、身份、机构和社区。一系列因素交互作用，创造了可能的

行为和不可能的行为。地理因素作为诸多文化工具的一种既为行为话语提供了可能

的条件，又给它增加了限制性约束。 

最后，地理话语的产生之前，应充分考虑其受众的角色定位，因为这种考量是

文本成为一个有效的交际策略的必要条件（Eco，1984）。交际的目的“不仅在于发

出正确的信息，更重要的还在于触发（受众的）正确反应”（Hall & Hall，199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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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受众的解读和行为过程必然受到他（她）所处的社会文化情境制约。至此符号、

地理、和行为三者的互动关系得以建立。换言之，这三者都是话语的组成部分，对

符号的意义构建有不可或缺的影响。 

 

图 3  地理符号世界里的交通标志 

五、讨论和评价 

大部分话语研究聚焦于语言、资料、媒体、网络等研究对象，这种研究方法本

身即把话语看成是文本（discourse as text）。斯科伦和斯科伦（2001，2003，2006，

入口和一个指示

性的箭头“” 

入口和一个指示性的

箭头“”，指示了 100

米之后的另一条旁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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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反对这种取向，认为从社会互动的角度而言，话语就是交际（discourse as 

communication）。人类的语言、行为、互动、价值观以及支撑起这些因素的物质和

空间，都隶属于话语的范畴（Gee, 1992）。将话语看作交际而不只是文本可帮助打

破语言学和符号学的界限，解决了现实情境中语言、符号、动作、行为等交际形式

的研究依据的问题。另外，作为交际的话语可以追踪符号学的发端——符号受众而

产生的解释项（interpretant）是符号的意义所在，其往复性和主观性赋予符号实质

内涵。 

地理符号学主要有三方面的贡献，首先，地理符号学能帮助研究者系统地追溯

符号以及符号资源之间的互动关系，不仅在符号的生产和使用过程，还在其再生产

和再使用的过程；其次，地理符号学研究对象不仅是地理以及地理的指示性特征，

而是通过研究符号本体（文本、视觉和地点信息）以及其使用者，来阐释处于社会

文化背景中的符号系统是如何产生、解读和使用的，因此它是基于混合体裁的新话

语研究方法；最后，地理符号学扫除了一些语言研究上的束缚，为研究语言和符号

提供了分析的可能性。总之，研究者在面对符号话语时，需充分认识多种符号资源

对于符号意义建构的平等地位，从而获得更准确的判断。 

 

注释： 

①地理符号学框架系统（Scollon & Scollon，2003）涵盖的四个项目中有三个都提供了详细的分析

框架，本文限于篇幅无法详细介绍，感兴趣的读者可参阅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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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talinguistic functions are also seldom used, which is common to both the micrologs on 
energy and others close to people’s lives. The conclusions on the functional 
characteristics of microlog discourse can be made reference to the energy-related 
microlog writing under new media environment. The referential, poetic and conative 
functions should be strengthened to provide sufficient disclosure, increase the language 
vitality and enhance the emotional appeal.  
Key words: energy-related official microblog discourse; linguistic poetics; discourse 
analysis 
 
The Construction of Energy Security in China’s Policy Discourse 
ZHENG Shi-gao 
Abstract: Energy security is a central concept in the domain of energy and a fundamental 
policy objective for our country. Defining energy security is a reflection of energy 
practice as well as a discursive construction of energy reality. This paper follows China’s 
energy strategy with a focus on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energy security discourse and 
energy practice in China. A survey of official discursive construction of energy security 
within a period of 2007-2016 demonstrates the conceptual evolution of energy security. 
The paper also explores a feasible transdisciplinary interface between energy research 
and discourse study. 
Key words: energy security; discourse study; conceptualization 
 
The Geography of Signage: Remaking the Meaning System of Discourse in Place 
DAI Hui & OU YANG Hu-hua 
Abstract: The analysis of discourses has currently shifted from text, multimodality, 
hypermodality to social action as mediational means. Meanwhile, the research on 
discursive geographic orientation and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texts and their material 
world has become the major concern of linguistic landscape, which shows little interest 
in large, macroscopic semiotic systems in the concrete geography. This paper throws a 
geosemiotics light on languages/signs in place by scrutinizing the philosophy, outlining 
its evolutionary path to provide a tentative framework for the research on public texts. A 
pilot study is conducted to demonstrate the instrumentality of such methodology in light 
of the alterations of a traffic sign in reality. The case serves as an exemplar of the 
geosemiotic prominence in relation to a sign’s meaning system.  
Key words: discourse; geographic orientations; meaning; sign 
 
On the Prominence of the Typological Trait of the Temporality in English 
LIU Xiao-lin 
Abstract: Based on the studies by Wang Wenbin and the set of criteria of grammatical 
category’s prominence advanced by Bhat: grammaticalization, obligatoriness, 
pervasiveness and systematicity, this paper aims to testify the typological trait of the 
temporality in English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synchrony and diachrony. Most of the 
highly grammaticalized devices in English evolve from inflections and words with spatial 
meaning and undergone the development from spatiality to temporality. With the fertile 
soil of temporality traits, the devices of temporality penetrate into phrases, non-finite 
forms, particles and complex sentences to form the sophisticated system of temporality 
devices. 
Key words: temporality; prominence; grammaticalization; pervasiveness 

 


